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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 4个方面衡量劳
动力议价能力，运用模型刻画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同时选取 2001~
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进入新世纪后，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
究发现：其一，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正相关，劳动力议价能力可以解释劳动
收入占比波动的 10.10%，且工资在二者传导机制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二，对于全国层面
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分别贡献
了约 1.004、18.602、1.395和 0.77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层面的劳动力属性和闲暇效用的贡献
比全国分别高 1.593和 1.706个百分点。其三，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速度、第三产业比重和
劳动力议价能力成为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主要动力，三者平均贡献了 19.88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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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纪 80年代以来，OECD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劳动报酬增
长滞后于产出增长的现象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Hutchinson和 Persyn（2012）利用欧盟
15国的产业数据实证发现，技术进步和资本产出比与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有显著关系，并认
为欧盟国家具有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导致资本相对于劳动要素投入加大，资本收入份额相
对于劳动收入份额较高。Arpaia等（2009）进一步将劳动分为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利用资
本与熟练劳动的互补性、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替代性解释了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
因。Blanchard和Giavazzi（2003）从劳动力市场角度出发，研究了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
占比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并指出劳动力议价能力下降，短期可能引起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
但长期会促使新的厂商进入，导致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企业间竞争的增强，有助于工资的上
升，进而促进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Acemoglu（200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劳动力议价能
力影响企业的技术进步方向，间接作用于劳动收入占比。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背景下，资本
的流动性强于劳动，导致资本的议价能力强于劳动，进而降低了劳动收入占比（Harrison，
2005；Jayadev，2007）。欧盟委员会研究发现，全球化明显降低中等技能劳动收入占比，但对
于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并不显著。Hogrefe和 Kapples（2010）则认为，贸易与
劳动收入占比负相关的情况，只发生在工会密集高的国家。此外，Karabarbounis和 Neiman
（2014）认为，结构转型对劳动收入占比有显著影响，并从行业变动角度解释了劳动收入占比
的下降原因。Stockhammer（2013）认为利率管制也会显著降低劳动收入占比。
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下降（白重恩等，2008；李稻葵等，2009；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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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张军，2009a）。关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国内学者主要归结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FDI、经
济开放度、市场化程度、信贷约束和国企改制等。其中，白重恩等（2008）研究发现产品市场垄断和国有部门改
制是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的主要影响因素。李稻葵等（2009）发现，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发展和结构转
型密切相关，且随着 GDP和第二产业比重的变化，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 U型规律。罗长远和张军（2009a）发
现，FDI、经济发展水平和民营化显著降低了劳动收入占比，而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财政支出、物质资本和人
力资本积累则有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罗长远和张军（2009b）基于产业角度实证研究了中国劳动收入占
比的影响，发现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实证研究发现，产业结构、
国有经济比重、税收水平对 1985~2003年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影响，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对 1996~
2003年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影响。祁毓和李祥云（2011）、杨俊等（2010）认为，财政分权以后，地方政府为了
招商引资给予出资方各种“优惠条件”，放松了劳动力保护，进而降低了劳动收入占比。伍山林（2011）基于劳
动力和企业异质性构建微观机制模型研究发现，生产技术、税收、垄断和国企改制都影响劳动收入占比。唐东
波（2011）基于劳动力议价能力，考察了全球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张松林（2015）研究了城市化过程中市
场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
此外，也有学者从税收、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转移角度解释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郭庆旺和吕
冰洋（2011）认为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和税收政策紧密相关。魏下海等（2012）认为劳动收入占比的下
降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有关。陈宗胜和宗振利（2014）基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研究了劳动力转移对劳动收
入占比的影响。
关于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原因，学者们给出了不同角度的解释，但现有研究中较少关注到近年来中
国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上升的事实。如图 1所示，1996~2007年，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处于不断下降的过程，由
51.2%下降到 40.9%；但在 2007~2014年间，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上升，由 40.9%增加到 50.8%。而现有关于
2007年后的劳动收入占比上升的原因解释的研究文献极少。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进入新世纪，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而影响劳动收入占比。
一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经济高速增长需要补充大量的劳动力，但是劳动力供应增加量却不断减少，农
村剩余劳动力也出现匮乏，东部沿海省份在 2002年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在劳动力供求关系中，劳动力供
给相对短缺，有助于提高劳动力议价能力（Mcdonald and Solow，1992）。二是随着高校扩招和教育经费投入不
断增加，劳动力的学历、职称、技术等级不断提高，劳动力职业素养不断改善。劳动力自身属性的优化降低了劳
动力选择工作时受行业和地区的限制程度，增加了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机会（陈钊等，2009）。三是 1980年实行
的“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时隔 20年后开始显现，80后、90后新生代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对闲暇的效用
评价普遍高于年长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快节奏生活，使得劳动力生活工作压力急速
增大，劳动力对闲暇的需求增强；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父辈们财富储蓄量逐年增加，新生代劳动力追求闲暇的
能力增强。劳动力闲暇效用的提高必然会激发对低工资的反抗意识。四是《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工会力量
的壮大，不断提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国家给予的各项补贴、转移支付，体现了国家对劳动力的制度保护。国
家的制度保护提高了劳动力抵御失业风险的能力（Guscina，2006），也从制度上提高了劳动力议价能力。
在目前关于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研究文献中，较少关注劳动
力议价能力的影响，仅有少数文献涉及。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观
点。一种认为中国劳动力议价能力较弱（白重恩、钱震杰，2010），
降低了工资水平。罗长远和陈琳（2012）认为，流动资金收紧时，企
业会主动降低劳动力工资水平，即企业信贷约束会降低劳动力议
价能力，但现实中这一观点的经验支持较少。Wilson（1999）基于偏
离度为正值的工资增长率分布，得出工资刚性的结论。Lebow等
（1999）利用美国个人福利成本数据，也发现工资具有向上刚性的
特点。所以，基于工资刚性，即使企业短期内缺乏流动资金，也不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 1 劳动收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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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过降低工资来寻求资金补充。唐东波（2011）基于劳资议价能力分析了全球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
并认为地方政府为争取 FDI而给予外商的优厚条件不利于提升劳动力在劳资议价中的地位。但比较外资企
业和国内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可以发现，外资企业的工资一般高于内资企业，且福利待遇和绩效奖金都高
于内资企业，所以并不会因优惠待遇而导致外资企业主动地降低国内员工的工资水平。另一种观点认为中
国的劳动力议价能力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占比。李稻葵等（2009）认为，劳资纠纷解决的方式可以衡量劳动
力的议价能力，劳资纠纷在企业内部解决时，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强，劳资纠纷在企业外部解决时，劳动力的
议价能力弱，并通过实证，证实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正向关系。Guscina（2006）用工会参与
率衡量劳动力保护程度，发现国家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与劳动收入占比正相关，祁毓和李祥云（2011）应用
中国 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这一观点。在上述研究中，总的来看，没有直接衡量劳动力议价能力，多
采用间接说明，所得结论也多不可靠。
鉴于近年来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进入新世纪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以及现有文献关于劳动力议价能力的
研究不足，本文拟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 4个方面衡量劳动力议价能
力，运用模型刻画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同时选取 2001~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进
入新世纪后，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金融危机后劳动收入占比上升的原因。
研究发现：其一，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正相关，劳动力议价能力可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
10.10%，且工资在二者传导机制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二，对于 2001~2014年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全国的
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分别贡献了约 1.004、18.602、1.395和 0.773个百分
点；东部沿海省份的劳动力属性和闲暇效用的贡献比全国分别高 1.593和 1.706个百分点；劳动力供求关系和
劳动力制度保护的贡献方面，东部沿海省份和全国差别较小。其三，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速度、第三产业比
重和劳动力议价能力显著促进了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三者平均贡献了 19.881个百分点。
本文的可能贡献主要体现在 3个方面：其一，在理论层面上，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
劳动力制度保护 4个维度衡量劳动力议价能力，构建模型刻画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从
全新的视角探寻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原因。其二，在实证层面上，验证了进入新世纪后劳动收入占比与劳动
力议价能力的正向关系，探究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传导机制，发现工资在二者传导中有显著
的中介效应。其三，探讨了金融危机后，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上升的原因，发现经济发展速度、第三产业比重和
劳动力议价能力是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上升的主要动力。
本文接下来的安排为：第二部分是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资双方分配关系的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是数据处
理与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第五部分是进一步研究；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资分配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基本模型
假设垄断竞争厂商的劳动力工资曲线为 w（l）=a+g（l）。其中，a为基本工资，g（l）为小时工资。则厂
商的劳动力总成本曲线为 C（l）=al+g（l）l，进而可得厂商的劳动力边际成本曲线为mcl=a+g'（l）l+g（l）。如图 2
所示，假定产品市场为竞争市场，劳动力的边
际产品收益曲线为mrp=p×mpl。厂商根据mcl=
mrpl 来确定劳动力投入量 L*和工资水平 w
（l*）。劳动力的工资总额可以用面积 SoaAL*表
示，厂商总收入可以用面积 SomcL*表示，则劳动
收入占比为：
（1）
图 2 劳动力市场 图 3 劳动力闲暇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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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力属性的影响
图 4显示了劳动力属性提高后，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情况。劳动力属性提高，引起劳动生产率提高，则劳
动力边际产品收益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即mrp→mrp'。此时的劳动需求量为 L1，劳动收入占比：
（2）
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带来的“蛋糕” 全部被厂商占有。
劳动力属性的提高是劳动力对教育、培训和经验投入的结果，劳动力需要与其属性相适应的工资水平。可
以预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引起工资曲线w（l）→w'（l）=a+h（l），厂商的边际成本mcl→mcl'=a+h'（l）l+h（l）。此
时的劳动需求量为 L2，劳动收入占比为：
（3）
很明显，S2＞S1。且劳动力属性的优化扩展了劳动力对工作的行业和地域选择，进而降低了厂商的垄断力
度，可以预期，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最终使得 S2＞S0。同时，由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带来的“蛋糕”份额中，劳动
力所得份额为 。
（三）劳动力闲暇效用的影响
1.劳动力闲暇效用与工资
假设劳动力效用（U）来源于消费（C）和闲暇（R）两部分，且总效用 U=alnC+blnR，a和 b分别为劳动力对消
费（C）和闲暇（R）的评价系数。如图 3所示，劳动力的禀赋为（C，R），劳动力面临的预算约束线为 pC+wR=pC+
wR。根据劳动力效用最大化条件即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约束线相切，可得劳动力所需闲暇：
（4）
由公式（4）可知，闲暇效用评价 b、价格指数 p和劳动力禀赋 C的上升都会导致劳动力的闲暇需求 R增大，
厂商为了维持原来的劳动量 L，必须增加工资 w。假设劳动力闲暇效用提高△b，需要厂商提高工资△a才能维
持原来的劳动量。由劳动力闲暇公式（4）可以推导出：
（5）
2.劳动力闲暇效用与劳动收入占比
图 5刻画了劳动力闲暇效用提高对劳资分配关系的影响。劳动力闲暇效用提高△b，引起工资曲线向左上
方平移△a，即 w（l）→w'（l）=a'+g（l*），其中，a'=a+△a。则厂商的边际成本曲线也随之向左上方平移，即mc→
mc'=a'+g'（l）l+g（l）。此时的劳动需求量为 L3，则劳动收入占比：
（6）
很明显，S3＞S1，且由于劳动力闲暇效用的提高而增加的工资比例为：
（四）劳动力属性与劳动力闲暇效用的叠加影响
图 6显示在劳动力属性优化的基础上，劳动力闲暇效用提高的叠加效应。劳动力闲暇效用提高使得
w'（l）→w''（l）=a'+h（l），mc'→mc''=a'+h'（l）l+h（l）。由mc''、mrp'和 w''（l）可以确定劳动需求量为 L4，此时，劳动
收入占比：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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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劳动力属性提高 图 5 闲暇效用提高 图 6 叠加效应 1 图 7 叠加效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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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闲暇效用的提高而增加的工资比例 ，且易知 S4＞
S3，φ2＞φ1。
图 7显示在劳动力闲暇效用提高的基础上，劳动力属性提高的叠加效应。劳动力属性提高使得 w'（l）→
w''（l）=a'+h（l），mc'→mc''=a'+h'（l）l+h（l）。由mc''、mrp'和w''（l）可以确定劳动需求量为 L5，此时，劳动收入占比：
（8）
劳动力闲暇效用的提高而增加的收入比例 ，且易知 S5＞
S3，φ3＞φ1。
（五）劳动力供求关系与劳动力制度保护对劳资分配关系的影响
劳动力供求关系与劳动力制度保护对劳资分配关系的影响与上述类似，不再赘述。
综合以上分析，劳动力自身属性、劳动力闲暇效用的提高、劳动力的制度保护以及劳动力供应的相对不足
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且工资在二者的传导机制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三、数据处理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全国 30个省份（省、自治区、直辖市）2001~2014年构成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劳动力议价能力对
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①。需要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 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
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年鉴》、《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
《中国税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
（二）变量说明
1.劳动收入占比
劳动收入占比的计算因劳动报酬统计口径不一的问题而受到影响。对此，池振合和杨宜勇（2013）认为，
应根据生产税净额和资本收入之间长期不变的关系，消除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案变化对 2004~2008年劳动收
入份额的影响；周明海（2014）认为应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和 GDP平减指数对劳动份额和 GDP进行处理；罗长
远和张军（2009a）认为应将劳动报酬与扣除生产税净额之后的 GDP比重作为实际劳动收入占比；祁毓和李祥
云（2011）为了避开统计口径问题，直接将劳动报酬中的工资收入作为替代变量，用工资总额与 GDP的比重衡
量劳动收入占比。但将生产税净额和资本收入进行回归拟合的做法误差较大，得到的劳动收入占比并不可
靠，仅仅利用价格指数对劳动份额和 GDP进行处理的做法并没有实质上解决统计口径问题，同时直接将生产
税净额直接扣除的做法也不可取。张车伟和赵文（2015）曾将经济分为雇员部门经济和自雇部门经济，并认为
雇员部门经济中资本拥有者和劳动力是分开的，资本拥有者获取资本回报，劳动力获取劳动报酬，劳动报酬在
总收入中的份额体现出一种明确的分配关系，因此只有对于雇员部门，劳动报酬份额问题才有意义，并且雇员
部门与自雇部门的区分也解决了劳动报酬统计口径的问题。基于雇员部门劳动报酬受到劳动力议价能力的
影响更为明显，本文将劳动收入占比界定为雇员部门劳动收入占比（下文的劳动收入占比皆指雇员部门劳动
收入占比），且用雇员部门劳动报酬和雇员部门 GDP比重（去除生产税净额后）衡量。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将
劳动报酬总额和GDP比重（去除生产税净额后）作为劳动收入占比的代理变量。
参照张车伟和赵文（2015）的做法，通过如下方法计算各省份雇员部门GDP：自雇部门GDP=城乡居民经营
性收入总额+农业增加值+居民自有住房增加值-国有农场增加值，且雇员部门 GDP=GDP-自雇部门 GDP。其
中，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总额=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总额=农村常
住人口×农村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中的非农部分。居民自有住房增加值=[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商品房平
均销售价格×（城镇常住人口-外出农民工数量）+农村人均住户面积×竣工房屋造价×农村常住人口]×建筑业增
加值/建筑业产值。且各省份雇员部门劳动报酬的计算如下：雇员部门劳动报酬=城乡居民收入调查中的工薪
收入×全部雇员数量+各种社会保险缴费额和公积金缴费额中雇主缴纳的部分。其中 2001~2011年的数据直
接采用张车伟和赵文（2015）估算的数据，缺少的数据及其后 3年的数据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计算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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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力议价能力
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的制度保护分别反映了劳动力的数量、质量、效用和外
部环境的影响，4个方面都深刻影响着劳动力议价能力。本文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
动力的制度保护 4个维度衡量劳动力议价能力，具体的衡量指标如下。
（1）劳动力供求关系。
劳动力供求关系反映的是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大小。李文溥和陈贵富（2010）利用需求人数与求职
人数的比值衡量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研究了福建省劳动供求结构与产业发展形式之间的关联。郭瑜（2013）
利用劳动参与率（劳动力人数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指标衡量劳动力供求状况，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劳
动力供给的影响。其中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在省份层面上的数据难以获取；同时，劳动参与率仅仅衡量了劳
动力的供给水平，没有考虑到劳动力的需求水平，难以准确衡量劳动力供求关系。所以，本文采用张车伟和蔡
翼飞（2012）的做法，用失业率衡量劳动力供求关系，失业率越高，表示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形势严峻，反之，则表
示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
（2）劳动力属性。
本文的劳动力属性特指劳动力的工作能力。Alba和Hutchinson（1987）认为人的属性提高源于直接经验和
间接经验。直接经验是伴随行为主体参与而获得的知识积累，是个体内在属性的构成内容（赵宝春，2012），在
经济学研究中，多数学者用工龄表示直接经验（郭继强、陆利丽，2009；陈钊等，2010），但省份层面的工龄数据
较难获取。间接经验通常通过教育途径获取，所以在劳动收入占比的研究中，罗长远和张军（2009a）用每万人
在校大学生数表示各省份的人力资本存量。祁毓和李祥云（2011）也采用类似的衡量方法。但在校学生并没
有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考虑到省际间的劳动力流动，每个省份的在校大学生并非一定留在原省份就业，所
以，这种衡量方法误差较大。采用教育经费支出衡量人力资本的做法（王晓芳、高榴，2011）同样也无法准确衡
量人力资本存量。所以，本文采用冯其云（2013）的做法，用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各省份的人力资本存
量，在具体的计算中，借鉴陈钊等（2004）的算法，人均受教育年限=6Q1+9Q2+12Q3+15Q4+16Q5+19Q6，其中
Q1、Q2、Q3、Q4、Q5、Q6分别表示每个省份劳动者中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所占的比例。
（3）闲暇效用。
闲暇效用指劳动力消费闲暇而获取的效用水平，反映了劳动力对闲暇的评价大小。近年来，中国居民消
费支出结构中食品比重逐年下降，旅游娱乐消费比重逐年上升，同时居民的每年工作时间也呈现出下降趋势，
意味着中国居民闲暇效用的提高。但衡量闲暇效用的文献较少，余长林（2006）用“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整年消
费性支出”中的“娱乐教育文化服务”项目衡量闲暇消费，研究了闲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魏翔和虞义华
（2011）用年总时数与工作总时数的差表示居民的闲暇时间，研究了闲暇效用对经济产出和技术效率的影响。
但是省份间的“娱乐教育文化服务”项目数据缺失严重，同时省份间的劳动力实际工作总工时的数据难以获
取。所以，本文选取艺术演出观众参与人次、恩格尔系数作为闲暇效用的代理变量。
（4）劳动力的制度保护。
劳动力的制度保护反映了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程度和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Guscina（2006）认为，工
会有利于保护劳动者利益，改善劳资不平等关系，并用工会参与率作为劳动保护程度的代理指标，发现 20世
纪 80年代以后，工业化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明显受工会力量弱化的影响；祁毓和李祥云（2011）认为，劳
动争议处理率可以衡量劳工保护程度，并发现劳动争议处理率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正相关；孙睿君（2010）用
社会保险覆盖率衡量劳动力就业保护程度，发现保险覆盖率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调整速度。但中
国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发展缓慢，且保险金额较低，不宜作为劳动力就业保护程度的代理指标。所以，本文
采用劳动争议处理率作为衡量劳动力制度保护的衡量指标，在稳健性检验中加入工会参与率指标。
3.修正劳动收入占比
修正劳动收入占比定义为实际劳动收入占比与拟合劳动收入占比的差值，可以采用两步法估算。第一
步，选取前文文献中已经确认的重要变量，并采用它们的线性拟合值来衡量拟合劳动收入占比，即首先估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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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线性模型：
LSit=α+Zitβ+εit （9）
其中，LS为劳动收入占比，定义为劳动报酬总额与 GDP的比重；Z为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变量，包括经济
发展水平（GDPper）、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占比（Industs），第三产业占比（Industt））、市场化水平（Market）、外商投
资总额（FDI）、信贷约束（Credit）和进出口贸易（Trade）。第二步，利用式（9）的 OLS估计值α︿和β︿可以得到 LS的
拟合值 LS
︿
=α
︿
+Zitβ
︿
，修正劳动收入占比可以用残差衡量，即：
LSit=LSit-LS
︿
（10）
4.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FDI、经济开放度、市场化程度和信贷约束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经济
发展水平用人均 GDP表示，经济结构用第二产业占比与第三产业占比表示，FDI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与 GDP
比重表示，经济开放度用进出口总额与GDP比重表示，市场化程度用工业企业总资产中国有企业的比重表示，
信贷约束用银行年末贷存款余额比重表示③。
综上，表 1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数据来源。
（三）模型设定
为验证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设定模型：
（11）
其中，LS为劳动收入占比，ε为随机干扰项。X为劳动力议价能力的代理变量，包括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
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分别由失业率（Uemploy）、人均受教育年限（Educa）、恩格尔系数（Engel）
和艺术演出观众参与人次（Art_viewer）、劳动争议处理率（Dispute）和工会参与率（Union）衡量。Controls表示影
响劳动收入占比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 GDP（GDPper）、第二产业占比（Industs）、第三产业占比（Industt）、外商投
资总额（FDI）、进出口贸易（Trade）、市场化水平（Market）和信贷约束（Credit）。
但模型（11）的解释变量与劳动收入占比有双向因果关系，容易出现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出现较大
偏差。例如祁毓和李祥云（2011）认为，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为劳动保护提供示范效应，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劳
工的地位；而且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反映了劳动工资的增加，势必会降低恩格尔系数，又提高劳动力观看艺术
演出的次数；同时，较高的工资容易引起企业减少雇员，提高失业率。所以，本文将各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
为工具变量，采用 2SLS估计模型（11）。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统计分析
1.劳动力议价能力的变化趋势
为了研究各省份劳动力议价能力的变化趋势，对失业率（Uemploy）、人均受教育年限（Educa）、恩格尔系数
表 1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和数据来源
变量名称
LS
Uemploy
Educa
Engel
Art_viewer
Dispute
Union
GDPper
Industs
Industt
FDI
Trade
Market
Credit
样本量
420
420
420
420
300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平均值
0.436
3.655
0.889
0.371
0.967
0.926
0.308
1.980
0.465
0.411
0.427
0.325
0.573
0.743
标准差
0.052
0.696
0.112
0.040
0.103
0.055
0.083
1.355
0.077
0.078
0.426
0.402
0.191
0.117
最小值
0.327
1.200
0.616
0.296
0.717
0.620
0.125
0.263
0.213
0.283
0.046
0.037
0.140
0.467
最大值
0.557
6.500
1.344
0.543
1.190
0.996
0.575
6.888
0.590
0.779
1.596
1.681
0.943
1.138
定义及数据来源
劳动收入占比：雇员部门劳动报酬/雇员部门 GDPd
城镇失业率 a
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受教育年限/10b
恩格尔系数 b
艺术演出观众参与人次 a
劳动争议处理率：劳动争议当期处理数/(上期未结案数+当期受理案件数）c
工会参与率：工会人员数/就业人员数 c
人均 GDP（2001年不变价）a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a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a
外商投资总额占 GDP比重 a
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比重 a
市场化水平：工业总资产中国有企业比重 a
信贷约束：银行贷款余额/银行存款余额 b
注：数据来源简写如下，a.《中国统计年鉴》；b.《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自各省份统计年鉴；c.《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d.本文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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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艺术演出观众参与人次缺少 2001~2004年的数据影响主成份分析，故选用恩格尔系数替代）、劳动争
议处理率（Dispute）进行主成分分析。表 2列式了各省份 2001~2014年劳动力议价能力的综合得分。可以看
出，各省份的劳动力议价能力总体上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且金融危机后有加速上升的迹象，这与中国劳动
力成本逐年上涨的现象相符。受金融危机影响，北京、甘肃、辽宁、内蒙古、上海和重庆等省份 2008年的劳动
力议价能力出现较大下滑，但 2009年又重新回到上升的通道。横向比较，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东南沿海省
份的劳动力议价能力普遍高于中西部省份，这与 2002年以来东部沿海省份出现“民工荒”现象相吻合。
图 8显示了全国劳动力议价能力的平均得分。可以看出，2001年以来全国的劳动力议价能力逐年提高，
且金融危机后提高速度加快。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全国的劳动力议价能力出现短暂下滑，但其后明显体
现出飞跃性的上升趋势，这与金融危机后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是一致的。
2.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趋势
表 3显示了中国各省份 2001~2014年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前，中国省份间的劳
动收入占比的地域特征不明显。其中，以北京和上海为代表的部分省份劳动收入占比逐步上升；辽宁、吉林、
湖北、重庆的劳动收入占比先上升后下降；黑龙江、安徽和重庆的劳动收入占比基本保持不变；其余省份的劳
动收入占比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较弱。
金融危机后，中国省份间的劳动收入占比在地域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一，大部分省份（19个省份），特
别是东部沿海省份的劳动收入占比在金融危机后，稳步
上升④。其二，安徽、福建、江西、广西、重庆、四川的劳动
收入占比在金融危机后，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其
三，少数省份的劳动收入占比在金融危机后，虽然仍继
续下降，但下降速度放缓。
总体上看，金融危机成为中国省份间劳动收入占比
的时间拐点。金融危机前，部分省份的劳动收入占比呈
现下降趋势；金融危机后，以东部沿海为代表的大部分
表 2 各省份劳动力议价能力的综合得分（%）
图 8 全国劳动力议价能力的平均得分
表 3 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趋势
年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2001
0.406
0.444
0.531
0.575
0.684
0.456
0.557
0.384
0.356
0.464
0.642
0.789
0.584
0.850
0.608
0.534
0.619
0.841
0.729
0.873
0.694
0.526
0.719
0.839
0.675
0.615
0.708
0.550
0.572
0.472
2003
0.414
0.415
0.490
0.573
0.593
0.513
0.581
0.412
0.424
0.447
0.643
0.752
0.571
0.794
0.553
0.515
0.639
0.835
0.694
0.813
0.619
0.574
0.667
0.790
0.684
0.596
0.631
0.520
0.513
0.493
2005
0.422
0.333
0.452
0.507
0.454
0.474
0.606
0.387
0.433
0.407
0.581
0.766
0.539
0.643
0.437
0.420
0.538
0.636
0.596
0.804
0.620
0.547
0.544
0.766
0.548
0.494
0.549
0.501
0.478
0.395
2007
0.423
0.350
0.450
0.485
0.403
0.470
0.520
0.401
0.454
0.408
0.528
0.786
0.502
0.627
0.434
0.421
0.525
0.627
0.568
0.825
0.627
0.534
0.539
0.691
0.562
0.467
0.517
0.477
0.448
0.445
2008
0.443
0.338
0.430
0.441
0.349
0.462
0.495
0.388
0.497
0.397
0.512
0.684
0.497
0.661
0.411
0.413
0.485
0.587
0.534
0.793
0.625
0.504
0.538
0.613
0.546
0.455
0.472
0.427
0.427
0.424
2010
0.479
0.349
0.446
0.465
0.330
0.467
0.441
0.405
0.520
0.380
0.511
0.647
0.462
0.572
0.427
0.416
0.436
0.523
0.566
0.679
0.593
0.477
0.519
0.620
0.550
0.454
0.499
0.429
0.402
0.464
2012
0.516
0.366
0.478
0.545
0.349
0.515
0.433
0.431
0.603
0.417
0.568
0.649
0.493
0.571
0.465
0.472
0.428
0.524
0.635
0.657
0.686
0.466
0.512
0.622
0.622
0.466
0.513
0.419
0.405
0.458
2014
0.543
0.383
0.559
0.619
0.384
0.511
0.449
0.478
0.635
0.420
0.586
0.686
0.507
0.599
0.487
0.492
0.448
0.534
0.640
0.777
0.684
0.504
0.531
0.651
0.592
0.471
0.516
0.438
0.435
0.468
年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2001
68.8
-78.2
28.5
1.4
43.1
-17.5
-85
10.3
-51.5
-52.5
-6.3
-80.8
-66.9
-70.8
-10.4
-13.8
-54.8
15.3
-12.1
-93.6
-119.5
-46
-37.3
-64.2
-55.8
0.5
-38.7
-82.6
8.1
23
2003
156.8
-87.1
51.9
51.3
59.1
-11.5
12.1
49.6
39.6
1.2
8.5
-79.4
-54.2
-21
-13.8
-24.5
1.3
-35
-16.6
-96.7
-82.8
3.4
0
-84.1
-63.5
1.2
-9.5
-35.2
0.5
10.3
2005
167
37.6
51.9
74.6
98.6
-20.4
-9
-84.4
55.6
11.1
43.6
-51.5
-163.4
-34.5
35.5
27.7
-37.7
7.9
3.1
-70.2
-35.2
12.1
-12.4
-82
-77.3
-73.4
-21.1
1.7
20.6
39
2007
168
32.9
59.9
41.6
50.8
-144.4
75.7
45.1
25.2
-3
25.7
-34.6
-146.1
-140.2
33.4
24.3
-12.6
22.1
4.7
-82.7
-95.9
-32.4
-22.2
-90
-101.9
-27.4
-75.6
-11.6
28.8
44.6
2008
103.9
-37
-5.8
23.6
2
-37.4
78.3
55.5
-78.9
-27
-1.4
-7.3
-48.4
-48.5
32.2
47.4
-6.2
12.1
-27
-74.6
-120.2
-118.7
-31.3
-76.9
-49.6
18.6
-128.2
-6.2
50.1
-38.6
2010
147.4
-8.9
91.7
80
123
31.2
51.3
63.8
93.9
56
64.3
-1.8
0.7
-46.7
47.5
41.7
19.8
28.5
18
27.7
-136.4
34.9
1.3
-64.5
-38.7
35.6
-43.7
-28.9
51
6.6
2012
193.6
14.9
73.4
99.5
121.8
83.5
75.7
36.3
87.3
77.4
55.1
25.9
37.1
24.4
74.6
72.7
5.2
52.8
30.4
15.2
-54.2
17.8
18.1
0.8
-9.5
83.6
57.7
49.5
19.9
54
2014
198.7
64.5
89.8
88.2
137
102.6
129.4
51.7
91
100.3
54.1
36.9
24.2
8
113.3
79
28.5
49.9
59.6
35.2
-17.4
5.2
29.4
9
25.4
98
64.3
49.2
57.3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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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的劳动收入占比呈现逐步上升趋势。
（二）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计量检验
使用宏观指标进行计量经济分析，通常会出现共线性问题，因此需要对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检验。表 4给
出了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可以看出，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在 10以下，且各自变量的
平均方差膨胀因子（Mean VIF）为 3.63，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5呈现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回归结果。首先为了检验模型设定的有效性问题，本文以
第（7）列的模型设定为例，进行残差分析。图 9中的左图给出了残差分布，可以看出，残差基本上属于正态分
布。右图给出了残差与因变量拟合值之间的相关图，可以看出，残差的波动大小与因变量拟合值无关，且均匀
散布在以 0值为直线的上下两边。以上检验说明模型设定的有效性，下面具体汇报回归结果。
在第（1）列中，重点考察了控制变量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其中，第二产业占比（Industs）的系数显著为
负，与李稻葵等（2009）的研究一致；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进出口贸易（Trade）的系数显著为负，信贷约束
（Credit）的系数显著为正⑤，与唐东波
（2011）的研究一致；市场化程度（Mar⁃
ket）的 系 数 显 著 为 正 ，与 周 明 海 等
（2010）的研究一致。模型的拟合优度
R2为 0.339，意味着本文样本中，控制变
量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解释力度有限。
在第（2）列中，加入 30个反映个体效应
的省份虚拟变量。可以发现，拟合优
度 R2变为 0.583，说明其他不可观测的
个体因素显著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变
动，且解释力度达到 0.244⑥。
在第（3）~（6）列中，分别在第（2）
列模型设定的基础上，依次加入反映
劳动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
和制度保护的代理变量。第（3）列的
结果显示，Uemploy 对 LS的影响系数
为-0.027，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失
业率越低，劳动力供求关系中劳动需
求量较劳动供给量越大，有利于提高
劳动力议价能力，进而提高劳动收入
占比。由表 1可知，劳动收入占比（LS）
和失业率（Uemploy）的平均值分别为
0.436 和 3.655，这意味着失业率降低
1%，劳动收入占比比样本平均水平提
高约 0.226个百分点。且第（3）列的拟
合优度 R2为 0.611，说明劳动收入占比
的波动中，劳动力供求关系可以解释
约 2.80%。
第（4）列加入了反映劳动力属性的
代理变量——人均受教育年限（Edu⁃
ca），其系数估计值为 0.385，且在 1%水
表 5 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
图 9 残差分析
表 4 方差膨胀因子（VIF）
VIF
1/VIF
Industt
8.72
0.11
Gdpper
6.63
0.15
Industs
5.29
0.19
Educa
4.74
0.21
Trade
4.32
0.23
Market
2.46
0.41
Fdi
1.94
0.52
Engel
1.84
0.54
Uemploy
1.55
0.65
Credit
1.31
0.77
Dispute
1.16
0.87
Mean VIF
3.63
Uemploy
Educa
Engel
Dispute
Industs
Industt
FDI
GDPper
Trade
Market
Credit
Constant
个体效应
N
R2
（1）
-0.202***
(-3.80)
0.084
(1.11)
-0.011**
(-2.07)
0.014***
(4.89)
-0.021*
(-1.96)
0.082***
(5.05)
0.079***
(4.30)
0.373***
(7.73)
No
420
0.339
（2）
-0.561***
(-4.10)
-0.105
(-0.64)
0.004
(0.65)
0.029***
(8.31)
0.007
(0.36)
0.074*
(1.92)
0.093***
(3.59)
0.548***
(4.09)
Yes
420
0.583
（3）
-0.027***
(-5.01)
-0.542***
(-4.07)
-0.107
(-0.68)
0.008
(1.40)
0.023***
(6.75)
-0.009
(-0.46)
0.088**
(2.35)
0.066***
(2.60)
0.664***
(4.99)
Yes
420
0.611
（4）
0.385***
(8.43)
-0.690***
(-5.45)
-0.242
(-1.61)
0.006
(1.12)
0.008*
(1.89)
-0.019
(-1.04)
0.100***
(2.79)
0.072***
(3.02)
0.382***
(3.06)
Yes
420
0.649
（5）
-0.206**
(-2.00)
-0.614***
(-4.42)
-0.153
(-0.93)
0.003
(0.54)
0.027***
(7.90)
0.003
(0.14)
0.073*
(1.89)
0.082***
(3.10)
0.686***
(4.57)
Yes
420
0.587
（6）
0.113***
(3.03)
-0.529***
(-3.90)
-0.052
(-0.32)
0.005
(0.89)
0.027***
(7.72)
0.008
(0.42)
0.080**
(2.07)
0.083***
(3.22)
0.413***
(2.95)
Yes
420
0.593
（7）
-0.027***
(-5.51)
0.385***
(8.61)
-0.226**
(-2.45)
0.053
(1.59)
-0.729***
(-5.82)
-0.285*
(-1.94)
0.010*
(1.93)
0.001
(0.14)
-0.035*
(-1.93)
0.112***
(3.28)
0.029
(1.23)
0.597***
(4.25)
Yes
420
0.684
注：（1）被解释变量均为雇员部门劳动报酬占比（LS）。（2）*、**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是基于稳健型标准误计算的 t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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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上显著，表明劳动力的自身属性的提高，扩展了劳动力选择工作的空间，降低了劳动力更换工作的成本，进
而提高劳动力讨价还价的能力，有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第（4）列的拟合优度 R2为 0.649，说明劳动收入
占比的波动中，劳动力属性可以解释约 6.60%。
第（5）列加入了反映闲暇效用的代理变量——恩格尔系数（Engel），其系数估计值在 5%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劳动力闲暇效用越高（即恩格尔系数越低），劳动收入占比越大⑦。且拟合优度 R2为 0.587，意味着对于劳
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劳动力闲暇效用可以解释约 0.4%。近年来，居民财富拥有量的上升以及工作压力的加
大，刺激了居民的闲暇追求，闲暇效用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得以体现出来。
第（6）列加入了反映劳动力制度保护的代理变量——劳动争议处理率（Dispute），其系数估计值在 1%水平
上显著为正，表明劳动力制度保护对劳动收入占比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且模型的拟合优度R2为 0.593，意味着
劳动力制度保护可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 1.0%。
第（7）列在第（2）列的基础上同时加入 Uemploy、Educa、Engel和 Dispute，四者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27、
0.385、-0.226和 0.053，且 Uemploy、Educa均在 1%水平上显著，Engel在 5%水平上显著，和第（3）~（6）列的结论
一致。模型的拟合优度 R2为 0.684，小于四者的解释度之和 0.691，意味着三者的解释域存在轻度的叠加。尽
管如此，劳动力议价能力解释了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 10.10%。
以上分析表明，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正相关关系得到了较为稳健的经验支持。图 10的散点
图更为直观地反映了上述结论。图 10的纵轴为（10）式中定义的修正劳动收入占比（LS）。从计量经济学角度
看，LS可以看作是劳动收入占比中无法用传统控制变量（即（9）式中的 Z向量）解释的部分。若模型（9）设定正
确，则 LS主要包含了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图 10的横轴分别为反映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失
业率（Uemploy）、劳动力属性的人均受教育年限（Educa）（在此以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劳动力属性为例）⑧。图 10
中散点图的斜率实际上反映了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边际影响。从图 10可以看出，
失业率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负相关，而人均受教育程度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正相关。
作为稳健性检验，更换艺术演出观众参与人次（Art_viewer）作为闲暇效用的代理变量，工会参与率
（Union）作为制度保护的代理变量。二者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085、0.143，分别在 10%、1%水平上显著，与第
（5）列基于 Engel和第（6）列基于 Dispute的结论一致。进一步作稳健性检验，用劳动报酬总额占 GDP比重（去
除生产税净额）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第（3）~（6）列的模型设定形式，重新估算模型（11）。结果显示，
Uemploy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Educa和 Disput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与采用雇员部门劳动报酬总额占雇员
部门 GDP的比重（LS）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⑨。
（三）工资的中介效应
为验证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传导机制中工资的中介效应，需要分三步设定模型。
第一步即为模型（11），考察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的估计系数 β1的显
著性。
第二步需要设定工资（Wage）与解释变量 X的线性回归模型：
（12）
其中，Wage为工资水平，X的
定义同前，μ为省份效应，ε为随
机干扰项。为消除省份效应，对
模型（12）两边同时求一阶差分：
（13）
由于因变量工资的滞后一期
包含在解释变量中，存在解释变
量的内生性问题。一阶差分后， 图 10 修正劳动劳动收入占比与平均失业率、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散点图（2001~2014年）
 ititititit WageXWage emfff ++++= -1210
ΔWageit =ϕ0 +ϕ1ΔXit
+ϕ2ΔWageit - 1 + Δε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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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有 Corr（△Wageit-1，△εit）≠ 0，即△Wageit-1为内生变量，需要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同时，闲暇效用和制度
保护均与工资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也会导致内生性问题。考虑到样本数据为短动态面板，且差分GMM存在弱
工具变量问题，所以采用更有效率的系统GMM估计方法。
第三步需要在模型（11）的基础上加入解释变量工资水平（Wage）：
（14）
温忠麟等（2005）给出了中介效应检测的顺序：（1）检测解释变量 X与劳动收入占比 LS的系数 β1的显著性；
（2）若 β1显著，则依次检测系数 ϕ1和 η3的显著性；（3）若系数 ϕ1和 η3都显著，则继续检测系数 η1的显著性。若
η1显著，则工资水平的中介效应显著，若 η1不显著，则工资水平为完全中介效应显著。（4）若系数 ϕ1和 η3至少
有一个不显著，则做 Sobel检验。若 Sobel检验显著，则工资水平的中介效应显著，若 Sobel检验不显著，则工资
水平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表 5已经给出了模型（11）的结果，并且由结果可知，人均受教育年限（Educa）、艺术演出观众参与人次
（Art_viewer）、劳动争议处理率（Dispute）与劳动收入占比（LS）的相关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失业率
（Uemploy）的估计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
表 6呈现了模型（13）和模型（14）的估计结果。其中，A栏以工资水平（Wage）为被解释变量，以滞后一阶
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采用系统 GMM方法估计。由 Sargan检验结果表明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Arella⁃
no-Bond AR（1）值表明残差项存在一阶自相关，AR（2）值表明残差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1）~（4）列在 L.
Wage的基础上依次加入 Uemploy、Educa、Art_viewer、Dispute为解释变量。四者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33、
0.368、0.266和 0.424，且 Uemploy、Educa和 Dispute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Art_viewer的估计系数在 10%
水平上显著。
B栏以劳动收入占比（LS）为被解释变量，（1）~（4）列在Wage的基础上依次加入 Uemploy、Educa、Art_view⁃
er、Dispute为解释变量。（1）和（4）列显示，Uemploy和 Dispute的估计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对于劳动力
供求关系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工资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2）和（3）列显示，Educa和 Art_viewer的系数并不显
著，表明对于劳动力属性和闲暇效用，工资具有完全中介效应。以上分析表明，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
比的传导机制中，工资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也就是说劳动力议价能力增强，提高了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进而
提高了劳动收入占比。
五、进一步研究
在劳动收入占比的时空演变结构中，有两
个明显特征，一是东部沿海省份经济较为发达，
劳动收入占比相对较高，2007年后劳动收入占
比明显走入上升的通道；二是金融危机后，中国
劳动收入占比呈现上升势头，其中以东部沿海
省份为代表的大部分省份表现出劳动收入占比
上升或缓慢上升的特征。为此，本文将进一步
考察如下两个问题。
（一）东部沿海省份与全国的劳动力议价能
力的决定效应大小比较
中国省份间的劳动收入占比存在明显的地
区差异。鉴于东部沿海各省的劳动收入占比
相对较高，且明显走入上升的通道；而中西部
地区的劳动收入占比相对较低，且上升趋势不
明显⑩。为此，本文将比较东部沿海省份与全
 itititit WageControlsXLS ehhhh ++++= 3210
表 6 工资的中介效应
A：工资水平（wage）
L.Wage
Uemploy
Educa
Art_viewer
Dispute
Constant
Sargan检验
AR（1）检验 P值
AR（2）检验 P值
B：劳动收入占比（LS）
Wage
Uemploy
Educa
Art_viewer
Dispute
Constant
个体效应
N
R2
(1)
0.989***(89.40)
-0.033***(-3.34)
0.193***(4.29)
20.34
0.011
0.352
0.031***(4.68)
-0.025***(-3.96)
0.477***(16.95)
Yes
420
0.426
(2)
0.954***(62.69)
0.368***(4.63)
-0.214***(-3.55)
19.62
0.008
0.119
0.042***(3.96)
0.024(0.44)
0.357***(8.80)
Yes
420
0.405
(3)
0.907***(48.46)
0.266*(1.94)
-0.173(-1.12)
20.95
0.027
0.417
0.143***(29.02)
-0.025(-0.73)
0.343***(8.83)
Yes
240
0.902
(4)
0.956***(83.65)
0.424***(7.32)
-0.019(-1.01)
23.11
0.019
0.361
0.084***(10.69)
-0.277***(-6.87)
0.419***(32.91)
Yes
420
0.469
注：（1）L.Wage为滞后一期的工资水平。（2）A栏为模型（13）的估计结果，B栏为
模型（14）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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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样本劳动力议价的决定效应大小。表 7报告了东部沿海省份的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
并采用表 5中第（1）~（7）列的模型设定形式重新估计。由（3）~（6）列可知，Uemploy、Educa、Engel和 Dispute
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16、0.376、-0.446和 0.098，且 Uemploy和 Educa均在 1%水平上显著，Dispute在 5%水
平上显著，Engel在 10%水平上显著，表明东部沿海省份的劳动收入占比与劳动力议价能力显著正相关。在
第（7）列中，同时加入 Uemploy、Educa、Engel和 Dispute，发现 Uemploy的系数仍显著为负，Educa的系数仍显著
为正。且模型的拟合优度 R2为 0.787，即东部沿海省份的劳动力议价能力解释了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 7.0%
（0.787-0.717）。
进一步利用表 5和表 7的实证结果，分别预测全国和东部沿海样本中，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变
化的决定效应。表 8显示，针对 2001~2014年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全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
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分别贡献了 1.004、18.602、1.395和 0.773个百分点，其中劳动力属性的贡献最大；东部
沿海省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分别贡献了 0.611、20.195、3.101和
0.688个百分点，其中劳动力属性贡献最大。横向比较，东部沿海省份的劳动力属性和闲暇效应的贡献比全国
分别高 1.593和 1.706个百分点；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劳动力制度保护的贡献方面，东部沿海省份和全国差别较
小。从变动趋势上看，全国和东部沿海省份的劳动力属性、闲暇效应的贡献在 2007年以后有明显的提高，但
东部沿海省份的提高速度要快于全国。
（二）金融危机后，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上升的解释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产业结构逐渐调整，劳动力的议价能力
明显增长。同时，中国大部分省份的劳动收入占比有上升趋势，因此，有必要从中国经济的重大变化中寻找其
原因，特别是经济发展速度、第三产业比重和劳动力议价能力。
为探究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速度、第三产业
比重和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
选取 2007~2014年的各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
究。表 9呈现了估计结果。其中，第（1）列显示，
GDP增长率（GDPz）的系数为-0.090，且在 1%水平
上显著，表明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有利于
劳 动 收 入 占 比 的 上 升 。 第（2）~（5）列 显 示 ，
Uemploy、Educa 和 Dispute 的系数分别为 - 0.040、
0.364和 0.110，且均在 1%水平上显著；Engel的系
数为-0.190，且在 10%水平上显著。表明劳动力议
价能力显著促进了金融危机后的劳动收入占比的
提高。（1）~（5）列显示，第三产业占比（Industt）基本
上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危机后，第三产
业比重的上升有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第
（6）列同时加入 GDPz、Uemploy、Educa、Engel、Dis⁃
pute和 Industt进行回归，得到的结论和（1）~（5）列
基本一致，且可以预测 2007~2014年，经济发展速
度、劳动力议价能力、第三产业比重分别对劳动收
入占比平均贡献了 2.600、11.876、5.405个百分点。
以上分析表明，经济发展速度、第三产业比重
与劳动力议价能力是金融危机后，劳动收入占比
增长的主要动力，且三者平均贡献了约 19.881个
百分点。
表 8 劳动力议价能力的决定效应大小比较
表 7 东部沿海各省：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
Uemploy
Educa
Engel
Dispute
GDPper
Industs
Industt
FDI
Trade
Market
Credit
Constant
个体效应
N
R2
（1）
0.012***
(3.40)
-0.281***
(-3.99)
0.069
(0.67)
-0.004
(-0.84)
-0.004
(-0.34)
0.001
(0.07)
0.133***
(4.28)
0.397***
(6.10)
No
154
0.541
（2）
0.013***
(3.24)
-1.275***
(-4.53)
-0.326
(-1.16)
-0.001
(-0.23)
-0.012
(-0.66)
-0.042
(-0.66)
0.099**
(2.40)
0.981***
(3.27)
Yes
154
0.717
（3）
-0.016***
(-2.83)
0.010**
(2.53)
-1.096***
(-3.90)
-0.169
(-0.61)
0.001
(0.30)
-0.026
(-1.44)
0.016
(0.26)
0.081**
(2.05)
0.839***
(2.84)
Yes
154
0.743
（4）
0.376***
(4.51)
-0.004
(-0.77)
-1.303***
(-4.94)
-0.523*
(-1.96)
0.003
(0.64)
-0.036**
(-2.04)
-0.032
(-0.54)
0.090**
(2.34)
0.777***
(2.73)
Yes
154
0.754
（5）
-0.446*
(-1.96)
0.009*
(1.97)
-1.271***
(-4.56)
-0.296
(-1.06)
-0.003
(-0.63)
-0.025
(-1.30)
-0.022
(-0.35)
0.087**
(2.12)
1.129***
(3.68)
Yes
154
0.725
（6）
0.098**
(2.02)
-1.083***
(-3.79)
0.045
(0.16)
-0.002
(-0.45)
-0.023
(-1.29)
-0.092
(-1.46)
0.094**
(2.20)
0.675**
(2.16)
Yes
154
0.704
（7）
-0.021***
(-3.84)
0.407***
(4.95)
-0.171
(-0.78)
0.028
(0.65)
-0.011**
(-1.99)
-1.206***
(-4.57)
-0.421
(-1.58)
0.007
(1.37)
-0.051***
(-2.85)
0.022
(0.38)
0.067*
(1.81)
0.717**
(2.38)
Yes
154
0.787
时期
2001~2007
2007~2014
2001~2014
劳动力供需结构
全国
-1.603
2.598
1.004
东部沿海
-1.002
1.551
0.611
劳动力属性
全国
6.273
12.321
18.602
东部沿海
6.993
13.120
20.195
闲暇效用
全国
0.749
0.647
1.395
东部沿海
1.710
1.410
3.101
劳动力制度保护
全国
-0.393
1.162
0.773
东部沿海
-0.359
1.015
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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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本文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
制度保护 4个方面衡量劳动力议价能力，运用模型刻画了劳
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同时选取 2001~2014
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进入新世纪后，劳动力议价能力对
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金融危机后劳动收入占
比上升的原因。研究发现：其一，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
占比显著正相关，劳动力议价能力可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波
动的 10.10%，且工资在二者传导机制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其二，对于 2001~2014年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全国的劳动力
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分别贡献
了约 1.004、18.602、1.395和 0.773个百分点；东部沿海省份的
劳动力属性和闲暇效用的贡献比全国分别高 1.593和 1.706个
百分点，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劳动力制度保护的贡献方面，东部
沿海省份和全国差别较小。其三，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速
度、第三产业比重和劳动力议价能力显著促进了劳动收入占
比的提高，三者平均贡献了 19.881个百分点。
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趋势得到扭转，但仍然处
于低水平状态，不利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有必要巩固和提高现有劳动收入占比，防止
出现反复。
建议国家提高教育和技能培训投入，加强劳动力的制度保护，合理引导休闲娱乐行业的发展。一方面，基
础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增加了劳动力工作的行业选择范围和地域空间，又降低了劳动
力更换工作的成本，提高了劳动力讨价还价的能力。另一方面，制度保护和收入保障从法律层面解决了劳资
双方发生矛盾后劳动力的后顾之忧，给予劳动力自我保护的勇气和动力。休闲娱乐行业的合理健康发展既能
缓解劳动者工作生活压力，又能引导劳动者合理评价闲暇效用，从而减轻劳资双方矛盾激化程度。
同时，应高度重视近年来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中国已逐步向老龄化社会转变，劳动力的供给水平不
及以前，且逐步成为劳动力市场主力的 80后、90后的成长环境和老一辈不同，劳动力属性、对闲暇效用的评价
有较大改变。国家在制定各项政策方针时，多考虑他们的夙愿与感受。
再次，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使得中国“L”型经济增长落到实处；加快经济结构转型，逐步从传统的高耗
能、高污染、低附加值、低加工度的制造组装行业向电子商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大数据服务行
业转变；依托“一路一带”的外贸格局，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外贸出口产品的知识含量；合理稳步实现中
国金融改革，坚持推进利率市场化，优化企业贷款环境，减轻企业贷款压力。
（作者单位：柏培文，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杨志才，郑州大学商学院。责任编辑：张世国）
注释
①西藏的相关数据缺失严重，故不列入面板数据中。
②感谢张车伟和赵文老师的慷慨相助，分享 2001~2011年雇员部门劳动报酬和雇员部门GDP的核算数据。
③贷存款余额比重=年贷款余额/年存款余额，数值高说明信贷约束较低，反之，则信贷约束较高。
④这些省份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河南、海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
新疆，共 19个省份。
⑤信贷约束定义为银行年末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值，比值越大，说明信贷约束越小，所以，系数显著为正。
⑥对个体效应显著性进行似然比检验（LR test），个体效应得到的 χ2值为 719.88，相应的 P值为 0.000。
⑦恩格尔系数越大，消费支出结构中食品比重越高，劳动者闲暇效用越低，所以 Engel的估计系数为负。
⑧图 10中的横轴和纵轴的变量均为各个省份在 2001~2014年期间的平均值。
⑨篇幅限制，未呈现相关估计结果。
表 9 2007~2014年劳动收入占比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GDPz
Uemploy
Educa
Engel
Dispute
Industs
Industt
Fdi
Trade
Market
Credit
Constant
个体效应
N
R2
(1)
-0.090***
(-3.10)
0.930***
(5.73)
1.523***
(8.11)
0.004
(0.91)
-0.090***
(-4.44)
-0.291***
(-6.62)
0.030
(1.20)
-0.436***
(-2.70)
Yes
240
0.859
（2）
-0.040***
(-5.70)
0.833***
(5.36)
1.499***
(8.65)
0.016***
(3.63)
-0.103***
(-5.42)
-0.232***
(-5.31)
0.034
(1.42)
-0.280*
(-1.78)
Yes
240
0.872
(3)
0.364***
(13.88)
0.249*
(1.92)
0.813***
(5.57)
0.005*
(1.75)
-0.061***
(-4.08)
-0.167***
(-5.02)
0.004
(0.19)
-0.206*
(-1.74)
Yes
240
0.924
(4)
-0.190*
(-1.91)
0.884***
(5.02)
1.574***
(8.12)
0.004
(1.02)
-0.097***
(-4.76)
-0.322***
(-7.39)
0.031
(1.19)
-0.355*
(-1.88)
Yes
240
0.855
(5)
0.110***
(3.30)
0.931***
(5.76)
1.597***
(8.82)
0.006
(1.52)
-0.093***
(-4.64)
-0.308***
(-7.16)
0.025
(1.00)
-0.571***
(-3.63)
Yes
240
0.860
（6）
-0.089***
(-4.35)
-0.010*
(-1.76)
0.341***
(12.26)
-0.062
(-0.90)
0.005
(0.18)
0.120
(0.91)
0.587***
(3.91)
0.004
(1.32)
-0.052***
(-3.51)
-0.124***
(-3.71)
-0.009
(-0.50)
0.015
(0.11)
Yes
240
0.933
注：GDPz表示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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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东部沿海省份包括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共 11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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